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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史料，高度评价了契嵩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与调和佛儒关系上的贡献和地位。

分析认为，宋初儒者排佛思潮高涨，佛家对此往往采取规避、辩解的立场。并认为，契嵩针对当时的

排佛思潮用雄辩的议论和系统的理论回应了各种排佛主张，强调儒、释之道一贯，并著《辅教编》论

述“儒释会通”思想，不仅缩短了佛儒之间的距离，而且在促使佛教儒学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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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佛的会通融合，是佛教本身在中国社会发展

的需要。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其教义、戒律、礼

仪以及生活方式，与中国传统思想、伦理规范和社会

习俗等有较大差别。调和、融合两者之间矛盾，一直

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中

国佛教学者和佛教高僧都曾对此做过许多努力。

“在赵宋一代倡佛儒交融的，除智圆外，契嵩是另一

个重要代表。契嵩在会通调和佛儒方面，甚至比智

圆走得更远，思想也比智圆具体、深刻。”［１］陈舜俞在

《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中指出：“仲灵（契嵩）独居，

作《原教》、《孝论》十余篇，明儒释之道一贯。”［２］

一、儒者“排佛”之概览

　　佛教东渐之初，在出、入世问题上主要是遵循印

度佛教的路径，因此，遭到了中土人士特别是儒家的

批评和攻击。儒家“排佛”常用的理路：一是斥责佛

教与封建伦理纲常相违；二是斥责佛教危害王道政

治；三是关于“夷夏之辨”。显然，前２条均涉及到

出、入世问题。如在《文明文集》中，儒家指责佛教

“脱略父母、遗蔑帝王，捐六亲，舍礼义”，从而使得

“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

绝”，视佛教为“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

身”的洪水猛兽。儒家主张“修身”、“齐家”乃是

“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而佛教却把身体看作假

相幻影，视家为牢狱桎梏，除须剃发、弃亲离家，绝口

不提所谓的治国平天下。因此，儒者经常指斥佛教

“浮屠害政”，“无益于时政，有损于治道”。

唐代是佛教发展的繁荣兴盛期，在社会各阶层

中均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也产生了诸多弊病，侵害

了世俗统治者的利益。部分儒者从儒家的伦理观念

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立场出发，极力“排佛”，其

中以韩愈尤为激烈，他所著的《谏迎佛骨表》历来被

认为是反佛代表作而影响深远。

有宋以降，儒者继韩愈之后进一步增强尊儒抑

佛的思想。北宋初，排佛最有力的儒士主要有孙复、

石介、欧阳修、李觏、张载、程颢、程颐等人。孙复以

佛教“为夷狄之法，乱我圣人之教”为大辱，力排佛

教，他指出：“佛、老之徒横行于中国……绝灭仁义

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人。”［３］石介则



认为：“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４］欧阳修编

《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时，凡涉及佛教记事者，均

予删除之，他说：“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使王

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民。”［５］李觏则认

为：“苟去浮屠氏，是使惰者苦、恶者惧、末作穷、奇

货贱，是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浮屠也，宜乎其排之而不

见听也。”［６］张载极力辟佛曰：“释氏不知天命，而以

心法起灭天地，是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而谓

之幻妄，所谓疑冰者与？”［７］二程排佛甚力，曰：“学

者于释氏之说，直须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然

入于其中矣。”“佛氏只以生死恐动人，可怪二千年

来，无一人觉此，是被他恐动也。”［８］

二、佛教徒对“排佛”之回应

　　“当佛教出世主义遭到儒家的坚决抵制和猛烈

抨击后，为了生存，也为了更好地发展，佛教开始由

不自觉到自觉、由被动到主动对自己的出世主张进

行了调整。”［９］对于两汉时期的排佛现象，牟子作

《理惑论》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如有责难者问：“子

云佛经如江海，其文如锦绣，何不以佛经答吾问，而

复引《诗》、《书》合异为同乎？”牟子答曰：“吾以子

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说佛经之事，谈无为之要，譬

对盲者说五色，为聋者奏五音也。”［１０］在这里，牟子

指出了之所以喜用儒家经典作喻，是为了能让听者

易于接受佛教教义。

魏晋南北朝以来，针对儒者抨击僧徒“抗殊俗

之傲礼，直形骸于万乘”、“弃礼于一朝，废教于当

世”［１１］等激烈言论，高僧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

作为回应。他主张：“在家奉法”者应遵循儒家所倡

的礼教，出家者则“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

他进一步认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

致虽殊，谴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１１］由此开

启了儒释“殊途同归”的语源。

如前所述，隋唐排佛尤以韩愈为著。自中唐以

后，儒者均上承韩愈辟佛、传继道统为己任，形成了

声势浩大的“排佛”思潮。“天下学者反不能自信其

心之然，遂毅然相与排佛之说，以务其名”［１１］，在激

烈的排佛运动中，佛家对儒家的挑战，往往取规避、

辩解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契嵩不是批判儒家张

扬佛说，而是努力辩解二者并无矛盾，说明佛教也有

益世用。

在契嵩的著作中，他对儒家的礼乐教化，对“五

经”、《论语》、《中庸》都极尽吹捧。他给仁宗上万言

书，力主佛法有益帝王之道德。他上书欧阳修，也首

先肯定对方“文章绝出，探经术，辨治乱，评人物，是

是非非，必公必当”［１１］，力求使自己的佛之道被文坛

领袖所理解。陈舜俞说：“当是时（仁宗庆历年间），

天下之士学为古文，慕韩退之排佛而尊孔子。……

仲灵（契嵩字）独居，作《原教》、《孝论》十余篇，明

儒、释之道一贯，以抗其说。诸君读之，既爱其文，又

畏其理之胜，而莫之能夺也，因与之游。遇士大夫之

恶佛者，仲灵无不恳恳而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后

有好之甚者，仲灵唱之也。”［２］从这里的确可以体现

契嵩调和、会通儒释的思想特征。

略早于契嵩的天台宗山外派的智圆（９７６～

１００２）自号“中庸子”，就是主张“佛儒并重”的人物

之一。他主张“以宗儒为本”，提出了“儒释言异而

理贯”的重要命题。契嵩则进一步著《辅教编》论述

了“儒释会通”的思想，这是当时佛儒思想互动（合

流）的一种趋势。

本文以下就契嵩所著《辅教编》中“儒佛会通”

的思想作些许阐述，以窥探宋初佛教儒学化之旨趣。

三、契嵩“儒释会通”之旨趣

　　契嵩对《辅教编》的解释是：“辅者，毗也，弼也，

所谓辅弼吾佛出世之教也；编者，次也，联也，谓联次

其事目也。”［１２］其意即通过编纂著述以广大佛教。

它分上、中、下卷，由《原教》、《劝书》、《广原教》、

《孝论》、《坛经赞》、《真谛无圣论》诸篇文章构成。

　　（一）“五戒”与“五常”———“异号

一体”

针对儒者指斥佛教违背封建伦理纲常，契嵩说：

“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为《原教》，急欲解当

世儒者之訾佛”（《广原教》）。首先，他认为，佛教的

五戒十善与儒家的五常仁义相通。契嵩曰：“举其

大者，五乘首之，其一曰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声

闻乘，次四曰缘觉乘，次五曰菩萨乘。后三乘云者，

盖导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洁情污，直趣乎真

际，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窥之。前之二乘云者，以

世情胶甚，而其欲不可辄去，就其情而制之。”接着，

他解释道：“曰人乘者，五戒之谓也。一曰不杀，二

曰不盗，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言，五曰不饮酒。曰

天乘者，广于五戒，谓之十善也。（取其前四戒）五

曰不绮语，六曰不两舌，七曰不恶口，八曰不疾，九曰

不恚，十曰不痴。然谓兼修其十者，报之所以生天

也。修前五者，资之所以为人也。”（《原教》）他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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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阐述了五戒与五常的关系：“夫不杀，仁也；不盗，

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

（《孝论》第七）这里，他将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配，

即不杀，就是仁；不盗，就是义；不邪淫，就是礼；不饮

酒，就是智；不妄言，就是信。由此，契嵩得出结论：

“以儒校之，则与其所谓五常仁义者，异号而一体

耳。”（《原教》）这里，契嵩拿儒家的伦理纲常来加以

比附，五戒即所谓的五常，名称虽不同，本质上却是

一样的。

契嵩进一步强调，仁义是儒家先王治理社会的

方法，从外在的表现来看，每个君王的方法各不相

同，但其本质完全一致。现象为本质所决定，本质也

可以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现象是末，本质为本。君

子应该求本而舍末。他说：“夫仁义者，先王一世之

治迹。以迹议之，而未始不异，以理推之，而未始不

同。迹出于理，而理祖乎迹。迹，末也；理，本也。君

子求本而措末可也”（《原教》）。如果从佛教的“人

乘”来说，它就是儒家处世为人哲理，是生活的准

则。他进一步主张：“脱天下皆以此各修，假令非生

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成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

（《原教》），“阴自修者，而父益其善，子益其孝，夫妇

兄弟益其和，抑亦众矣”（《劝书》第三）。这里，契嵩

又把儒家的五常与佛教的慈悲等教义等同看待，将

佛教思想的内容与社会作用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

了。他在《寂子解》中说：“吾之喜儒也，盖取其于吾

道有结合而为之耳。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

吾佛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绮

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救人，岂异

乎哉？”这里，契嵩显然已将佛教的教义、修行实践，

都说成是儒家的仁义。如果一个人具备了五戒十

善，“岂有为人弟者而不尊其兄，为人子者而不孝其

亲，为人室者而不敬其夫，为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

为人臣者而不忠其君，为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

无有也”（《原教》）。也就是说，只要做到五戒十善，

世俗之仁义忠孝就已一应俱全了。

其实，“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之间确实存

在一定的相通之处，它反映了古代中国和印度的思

想家对维护人际关系的某些共同看法，反映了人类

社会生活所要求的一些最基本的共同的社会伦理原

则和行为准则；但五戒和五常，一个体现的是出世的

宗教伦理，一个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世俗伦理，两者

又是有很大差别的。佛教的这种比附，实际上是通

过对儒家纲常伦理的肯定而沟通了世间法和出世间

法的联系，进一步拓宽了佛教中国化的道路。”［１３］

　　（二）“戒”与“孝”———“孝为戒先”

在儒家看来，孝是维系社会家族伦理关系的中

心，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孝悌也者，其为仁

之本与！”［１４］《孝经》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

生也。”道德教化必须从孝敬说起，人伦物理必须从

忠孝做起。但是，佛教规定了出家之人要剃发修行，

不能侍亲，又不拜父母（唐高宗后开始拜父母）等一

系列教义教规，这违背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

毁，以及跪拜赡养之类的伦理纲常。因此，佛教受到

儒家的指责和抨击是不可避免的。对此，契嵩专门

著《孝论》篇阐述了佛教对于孝的重视程度与儒家

并无二致。

１．孝为根本

契嵩把“孝”抬到百行之端、诸善之首的至高无

上地位。在《孝论》中，契嵩说：“夫孝，天之经也，地

之义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为道也夫！”

（《原孝章》第三）“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

也。”（《孝论》）也就是说，孝之为道，是天经地义的，

它在各种道理当中，是至高至大的；世上的各种教

派，都提倡、遵从孝道，而佛教更是特别提倡、遵从

它。他进一步提出：“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把孝

这一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核心纳入佛教戒律的范

畴，并强调是“大戒之所先”。由此他认为佛教不仅

不排斥孝道，而且还大力提倡：“……父母也者，形

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白刃可冒也，

饮食可无也，此不可忘也。吾之前圣，后圣也，其成

道树教，未始不先此三本者也。”（《孝本章》第二）他

举例说，释迦牟尼“成道之初，先以其道谕其母氏，

……逮其丧父也，而圣人躬与诸释，负其棺以趋葬”

（《必孝章》第五）。由此可以看出佛教的圣人也都

是尽孝道的。接着，契嵩强调：“大戒曰：孝顺父母

师僧，孝顺至道之法，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孝

本章》第二）看来佛教把孝置于如此之高的位置不

是无缘无故的。接着，契嵩认为，孝道与天地同理，

与鬼神同灵。他说：“天地与孝同理也，鬼神与孝同

灵也。故天地之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不诈孝

欺。佛曰：孝顺，至道之法。儒曰：夫孝置之而塞乎

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后世而无朝夕。”（《原

孝章》第三）契嵩进一步强调，孝是至善之道的真正

开端。只有从孝做起，恪尽孝道，扩充孝心，才能止

于至善。他说：“圣人之善，以孝为端；为善而不先

其端，无善也。”（《必孝章》第五）孝是最先在、最根

本的伦理行为，是一切道德情感的实践基础，百善孝

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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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小孝与大孝

针对出家人对父母在奉养上的不足，契嵩又提

出孝行和孝理的问题。“理也者，孝之所出也；行也

者，孝之所以形容也。”（《原孝章》第三）孝行就是孝

的具体表现；孝理则是决定这些具体表现的本质。

他认为，行孝行尚是小孝，明孝理才是大孝。出家人

的修行，“其为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于人，则无

物不欲善之，其为道亦大矣。以道报恩，何恩不报？

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已虽不娶，而以其德资父母；

形虽外毁，而以其道济平亲”（《原教》）。显然，这比

单纯地奉养父母双亲要高级得多。契嵩进一步认

为，将世俗所行的孝道与佛教的孝行相比，则佛教的

孝行比之世俗的孝道既远且大。因为世俗所谓的孝

道，“局一世而暗于玄览，求于人而不求于神”，而佛

教从轮回转世的理论出发，以一切众生都是“昔之

父母精神之所来”，于是戒于杀，则“不使暴一微

物”，论起孝思，则广及一切有情，“故其追父母于既

往，则逮乎七世；为父母虑其未然，则逮乎更生，虽谲

然骇世，而在道然也”。因此他认为佛教所说的孝

道，“犹可以广乎孝子慎终追远之心”（《评孝章》第

四），远及一切众生，当然比之世俗所说孝更广、更

大。当然，僧人们从现实生活中终于领悟到，单纯地

谈“大孝”已不足以适应世人的需要，所以契嵩也主

张：“故律教其弟子，得减其衣钵之资，而养其父母，

父母之正信者，可恣与之；其无信者，可稍与之。”

（《必孝章》第五）这也是契嵩在灵活会通儒佛时超

越前人的地方。

　　３．三年心丧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中，丧制和丧仪是

实践孝行的重要内容。这与中国封建社会是以血缘

为纽带维系的宗法制社会有密切关系。孔子在《论

语·为政》中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

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也。”所以中国历来有“追

终慎远”之说。按世俗之礼法，父母之丧，必披麻戴

孝，守三年孝。契嵩认为披麻戴孝之制非出家者所

宜，僧者“服大布”即可。至于三年守孝，“必心丧，

静居，修我法，赞父母之冥。过丧期，唯父母忌日，孟

秋之既望，必营斋，讲诵如兰盆法，是谓孝之终也”，

“然丧制哭泣，虽我教略之，盖欲其泯爱恶，而趋清

净也。苟爱恶未忘，游心于物，临丧而弗哀，亦人之

安忍也。……吾徒临丧，可不哀乎？”（《终孝章》第

十二》）契嵩把佛教这种重孝伦理推到百家之孝之

上。“虽然其说不甚著名于天下，盖亦吾徒不能张

之，而吾尝慨然甚愧。”为了大张其说，契嵩又想到

自己的身世，７岁出家以后，离乡２７年，“未始修法

为父母之冥赞”，所以“涟然泣下”。于是他“遂著

《孝论》十二章”，以“发明圣人大孝之奥理密意”，并

“会夫儒者之说，殆亦尽矣”（《孝论》）。

　　（三）“儒”与“佛”———“同归乎治”

契嵩会通儒佛的立足点是在于二者都具有较强

的教化众生的社会功能。他以佛儒皆具有“劝善”、

“正人”等社会功能来论证儒佛在社会教化方面的

增益互补，进而强调二者的“殊途而同归”。他说：

“古之有圣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

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

各为其教者也。圣人各为其教，故其教人为善之方，

有浅，有奥，有近，有远，及乎绝恶耐人不相扰，则其

德同焉”（《广原教》）。契嵩认为儒家、佛教，乃至百

家，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教人绝恶为善，只不

过是在形式、方法上不同而已。佛、儒、百家，不可亏

一教，“亏一教，则损天下之一善道；损一善道，则天

下之恶多加矣”（《广原教》）。

他进一步说：“夫圣人之教，善而已矣；夫圣人

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

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

者，迹也。圣人垂迹，所以存本也；圣人行情，所以顺

性也。”（《广原教》）这就把儒与佛都视为行迹，而从

根本精神上肯定了二者的统一。同时他又主张儒释

各适其用：“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

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

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

儒者欲人因教以正其生；佛者欲人由教以正其心。”

（《寂子解》，《镡津文集》卷八）这是说，佛教是一种

善道，是教人为善，使人成为正人的。儒家也是如

此，儒、佛之道是相同的，僧人和儒者只是形迹的不

同罢了。

因此，“故治世者，非儒不可；治出世，非佛亦不

可也。”［１１］在契嵩看来，儒释两家的社会功能既有相

同的一面，又有相异的一面：在助王政，辅教化，劝善

去恶，同归乎善方面是一致的；但是两家在社会分工

上又有所不同，儒家治世，佛教治出世。相异则互

补，互补才有儒家和佛教存在的必要性。这样，契嵩

就从学术理论方面为佛教的存在找到了合理的依

据———儒释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其实，以佛教的三

世轮回、自作自受等来强化世俗的伦理说教，有时确

实能起到儒家名教起不到的作用。同时，佛教徒还

基于众生平等的教义而倡导对一切生命的慈悲仁

爱，这对儒家的”爱有差等“也确实有某种补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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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而较易于为广大社会民众所接受。

四、结　语

　　契嵩既是一位云门禅僧，也深谙儒家思想。针

对当时兴盛的“排佛”思潮，他用系统的理论和雄辩

的议论回应了各种排佛主张，这在中国佛教思想发

展史上可以说是不多见的。在会通调和佛儒思想方

面，他上承前人融合儒佛之思想，同时也针对世事做

出创新之举（如依靠交往当时权贵来上书，以获得

他们的认可并进一步依靠皇帝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把父母和老师也作为天下之大本，应该永远怀有感

情，以及提出“佛子必减其衣钵之资，以养父母”

等）。仅从上述其所著《辅教编》的儒化思想中不难

看出，契嵩的儒化观点是鲜明的。其中，强调“五

戒”与“五常”———“异号一体”；“戒”与“孝”———

“孝为戒先”；“儒”与“佛”———“同归乎治”等的主

张，进一步会通调和了两家的思想，缩短了佛儒之间

的距离，使赵宋以后的儒家学者也纷纷回过头来从

佛学中汲取营养，补充自己的不足并积极进行构建

新的儒学体系的尝试。另外，此后儒者“排佛”思潮

也开始逐渐弱化，儒者“出入于佛老”可谓屡见不

鲜，鲜有此前的偏执和激烈了。由此可知，契嵩在中

国佛教发展史上与调和佛儒关系上的贡献和地位可

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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